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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中国将要经历的增长阶段转换问题，主要结论是：(1)高投资和 

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Ⅰ，已逐步失去经由干预提升效率的动力，以结构调整促进效率 

提高的增长阶段行将结束，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长阶段Ⅱ，效率提高 

促进结构优化是本阶段的主要特征；(2 )促使增长阶段Ⅰ向增长阶段Ⅱ转型的三大主导 

因素是：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长期增长函数要素弹性参数逆转以及经济结 

构服务化趋势的逐步形成；(3 ) 东部发达省市如北京、上海等已经进入经济减速通道， 

2 0 1 6年后，随着全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结构服务化加快、人口红利的下降，如果劳动 

生产率不能持续提高，中国经济减速势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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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演进到均衡路径逐步达成的过程，经验表明，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结构变动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后期要素/产出比例趋于稳定的均衡增长阶段。持续的 

资本积累、接续的主导产业，以及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制度，促动工业先行国完成了两个增长阶段的 

转换，进而跻身于世界发达经济行列。然而，由于自身体制的缺陷，后发工业化国家在增长阶段转 

换中，却发生了各种各样阻碍经济持续成长的问题，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战后亚洲四小龙) 

顺利完成了转型。

本文研究中国将要经历的增长阶段转换问题，主要结论是：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高增长 

(阶段 Ⅰ) ，已逐步失去经由干预提升效率的动力，以结构调整促进效率提高的增长阶段行将结束； 

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长阶段Ⅱ，效率提高促进结构进一步优化是本阶段的主 

要特征。这种结构性加速到结构性减速增长路径的转换，符合发达国家经验事实和长期增长统计 

规律(袁富华，2012)。

本文基本结论来源于如下观察：2 0 世纪 9 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使得增量资 

本产出率(ICOR)处于高位且大幅波动；2 0 0 0年以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大多数省市开 

始发生停滞或持续下降，工业化节奏放缓迹象显著。而且，结构服务化带来的经济减速，在诸如北 

京 、上海等经济发达区域已经发生；结构服务化、实体经济效率提升乏力等现象也在东部地区逐步 

出现。

我们也观察到，中国高增长阶段Ⅰ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日益凸显：(1 )由于区域投资分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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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占全社会资本形成5 0 % 的东部地区的投资减速，在不能为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抵消的情况下， 

东部地区经济减速可能预示着中国整体经济将逐步进入减速通道；(2 )由于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 

化 ，劳动力供给拐点将于近几年出现，这会抑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而劳动力供给负增长的长期存 

在 ，则会进一步拉低潜在增长预期；(3 ) 由于长期增长函数要素弹性参数逆转问题的存在(参见本 

文第二部分)，当产出的资本弹性由高增长阶段的0.6—0 . 7转换为0 . 6之下，或当经济增长与收入 

分配政策调整而导致劳动力报酬份额不可避免地持续拉升时，较低的增长速度将逐步变成事实； 

( 4 )由于服务业相对第二次产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当这种效率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驱动路径、而须 

经由创新解决时，潜在增长降低预期也会发生。因此，以效率提高促进结构调整的稳速增长阶段Ⅱ 

会相应产生。本文试图勾勒出两个阶段接续转换的增长路径。

关于中国长期增长的研究文献较多，稍早一些的文献，如王小鲁、樊纲(2000)认 为 2001— 202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低于7 % ；林毅夫等(2 0 0 3 )的结论是，2004— 2 0 1 4年为 8 . 5 %，2014— 2 0 2 4年 

为 7 . 1 %；近年的文献，如高路易(Kuijs，2009)认为 2 0 1 5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7. 7 %— 7 . 9 %，2020 

年为 6 . 7 %；刘世锦与张军扩等(2011)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估计，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很有可能 

在 2 0 1 5年前后降至 6 . 5 %— 7 . 3 %；蔡昉与陆旸(2 0 1 2 )认 为 中 国 G D P 潜在增长率将逐渐降至 

2011— 2 0 1 5年的 7. 1 9 %、2016— 2 0 2 0年 的 6.08% 。本文的研究一方面立足于类似文献中常用的 

核算框架，另一方面，我们更注重于中国长期增长远景及问题分析。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稳速增 

长路径转换的分析，是基于中国东、中、西部经济阶段差异和城市化演进事实。然后，我们结合全社 

会要素弹性参数逆转预期和劳动力供给及全要素生产率趋势的分析，在增长方程框架下得到潜在 

增长路径的情景。对于潜在增长率，我们的基本结论是：2 0 1 6年之后，随着城市化和经济服务化的 

推进，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减速通道，潜在增长率将降到8 % 之下，但这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引言之后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引入长期增长的三个统计现象，建立本文分析 

的一个事实基础；第三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问题和特征进行考察；第四部分对中国潜在增长 

水平和减速通道的构筑情景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小结。

二、长期经济增长的三个统计现象

欠发达经济增长分析的立足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话：我们走到了哪里？下一步会走向何 

方？本部分提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的三个统计现象，我们的一系列认识和实证逻 

辑，都是围绕这些经验规律和事实展开。

(一)统计现象Ⅰ：长期增长路径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

如果把增长当作一种结构演变过程来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呈 

“钟型”演变路径的结论。以潜在增长率为观测变量，工业化先行国普遍经历了工业化阶段的经济 

加速和城市化阶段的经济减速。这个过程中，由于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 

的变化，我们把这样的一条长期增长路径概括为“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两个阶段。

上述结论来源于以下认识：相对于工业而言，服务业具有相对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发达 

国家公共服务需求在第三产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如社会保障、教育等支撑高质量生活的部门， 

通常具有较低的产出增长速度。尽管如此，正如研究普遍认同的那样，为了保持资本主义的创新活 

力 ，这些日益扩大的部门又是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须。另一方面，从时间标定看，19 7 0年代以后发达 

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减速现象，一些有意思的研究，如 Eichengreen et al.(2011) 通过统计分析对减 

速拐点进行了确认。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种长期趋势，结构性减速并不意味着工业增长速度必然降低。原因是， 

由于工业份额的占比逐步下降，即使特定时期工业增长率相对较高，但是这种加速有可能被较低的



工业增加值或就业份额所抵消。再者，结构性减速的含义是产出或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而 

不是产出或劳动生产率绝对水平的下降，在这种意义下，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钟型”路径，与产出 

或劳动生产率水平(绝对值)的“S 型”成长趋势的含义是一致的。

(二)统计现象Ⅱ：长期增长函数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

下面我们提供发达国家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统计事实和发达/欠发达国际横截面的比较分析。 

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以及发达经济不同增长阶段的对比表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劳动或资本要 

素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会发生变化。即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分配所占份额逐渐提高， 

要素弹性沿着长期增长曲线发生变化。

基于标准增长核算方程，我们可以将长期增长函数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规律描述为：资本/产 

出弹性(a)和劳动/产出弹性( 1 - a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数值有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 

验对比表明，随着经济向更高阶段演进，资本/产出弹性将逐渐走低，相应劳动/产出弹性逐渐提高。 

原因是，根据“分配净尽原理”或“欧拉定理”，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要素弹性等于要素份额。

标准增长核算方程的要素弹性与要素参与分配的份额相等，这一结论预示着增长历程由工业 

化向城市化过渡，与收入向劳动者倾斜之间有着内在关联。这种关联同时意味着，若把城市化过程 

看作与工业化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该阶段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可能导致要素弹性参数的变 

化 ，因此，弹性参数与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密切相关。

库兹涅茨(1989)的研究结果是(表 1)，主要工业化先行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普 

遍历经了比较显著的上升趋势，英 国 在 10 0 年的经济发展，把劳动收入份 额 由 18 6 0年代的不到 

5 0 % ，提高到19 6 0年代的7 0 %；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法、美，劳动力收入份额突破60% 也都经历比 

较漫长的时期。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导致了国民收入中劳动力份额的 

低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水平逐步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 

条件下，劳动要素份额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资本份额 

之比的值为0.3 : 0 . 7或 0.4:0.6。

表 1 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长期变化趋势 单位：％

■

数据来源：库兹涅茨(1989)第四章“产值和收入的分配”。

(三)统计现象Ⅲ：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的结构失衡

以下，我们将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 

现代部门发展不平衡和结构均衡演进效率的损失。

1.发达国家符合比较效率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

基于我们的前期研究，图 1 展示了 1 0个工业化国家1970 年以来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劳 

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总 体来看，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长期趋势中，工 业化国家第三次产业的劳动 

生产率普遍高于或等于第二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随着第三次产业规模的扩张和劳动力向服务业 

部门的持续转移，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生产率出现递减趋势，第二产业的生产率逐渐接近甚至超过



■

图 1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 

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U N D A T A。

■

图 2 拉美 6 国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 

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U N D A T A。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持续演进，第二、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趋同 

是一种潜在趋势。

2 .发展中国家效率低下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

图 2 展示了拉美6 国 1975— 2 0 0 8年间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路径，且与 

图 1 相比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趋势。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在两个截 

然不同的世界里演进着。具体而言，拉美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第二产业，因此服务业 

相对劳动生产率一般在小于1 的区域里演化，如厄瓜多尔、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第三产业/第二 

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都位于显著小于1 的数值区间里。不仅如此，基于联合国数据库(U N D A T A )， 

增长绩效较为显著的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如中国、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其服务业相对 

劳动生产率也普遍位于显著小于1 的数值区间里。

因此，发达国家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及相应就业和产出比重的上升，遵循了比较效率的经济学原 

则，即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所以该产业就自然地成长。而发展中国家，典型如拉美国家，第三产 

业是在相对于第二产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路径上扩展的。虽然这些国家的服务业份额或许达到了 

6 0 % —7 0 % ，但是经济“服务化”这种路径却是在违背比较效率的条件下演化的。同样的情景也发 

生在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我们把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普遍发生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 

率的现象，称为“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原因有两个：(1 )产业结构演进 

无效率问题一旦出现，那么，随着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就业、产出)份额的上升，经济“服务业 

化”趋势会进一步强化低效率的第三产业部门，进而削弱整体经济的效率提升空间。换句话说，在 

这种情况下即使工业部门保持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是其就业或产出份额的显著减少，对 

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拉升能力会显著下降。(2)一 旦结构演进无效率问题出现，低素质劳动力会大 

量涌入服务业部门，甚至导致大量非正规就业出现，此时，服务业部门弱质性问题凸显，进一步削弱 

该部门效率的提升。一个弱质的服务业部门，不可能促进工业部门的发展，整体经济效率低下，宏 

观经济不稳定问题随之产生。拉美国家经济上世纪8 0 年代经济增长幅度大起大落与增长乏力的 

现象，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以上问题。

三、中国经济增长阶段Ⅰ的问题和阶段Ⅱ的特性

上述三个统计现象，有的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正在发生，有的即将发生。统计现象Ⅰ在中国部 

分发达省市，如北京、上海已经出现；统计现象Ⅲ在中国各个省市的经济增长中已经发生；统计现象 

Ⅱ随着中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未来经济阶段中也将逐步变得显著。

(一 )“干预型经济”：高速增长阶段Ⅰ的三个效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增长是在“干预型经济”模式下取得的，即国有企业对资本资源的掌控，



政府对投资领域和投资规模的调控，以及政府对资本、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压低。工业化起飞阶段， 

“干预型经济”在动员全社会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方面有其重要作用，这种力量也为经典发展理论所 

认同。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步入成熟及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增强，高速粗放式的资本驱动，也相 

应出现投资效率递减问题。加之经济建设投资的高度动员而导致的居民消费滞后，以及长期重工 

轻商导致的服务业发展素质低下，整体经济增长效率较低和增长严重偏离均衡的不可持续问题也 

相应发生。我们认为，中国高增长阶段Ⅰ的效率问题，可以归结为三方面：资本效率低下，分配效率 

低下，结构效率低下。

1.资本效率低下与投资驱动方式的不可持续

我们通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I/ΔGD P )这个指标，来对高速增长阶段Ⅰ的投资效率问题进 

行简要分析。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资本密集型行业，如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有可能拉高ICOR，但中 

国现阶段投资效率下降问题确实存在(张习宁，2012)。

全社会资本效率不高。全社会资本形成的 

I C O R状况(图 3)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 

长的3 0多年里，中国全社会I C O R经历了两个阶 

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199 5年的低I C O R时 

期 ，1 7年间平均为2.3；上世纪 9 0年代中期之后，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I C O R大幅度上升，1998、 

1999年达到了5— 6 的水平，1996—201 1年间平均 

为 3.5。相对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而言，中 

国现阶段I C O R数值明显较大，如上世纪 5 0 年代

至 7 0年代处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的日本，其资本形成的IC O R基本维持在2.0 的水平。

■

图 3 1979—2011年全社会资本形成的ICOR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三次产业资本效率较差。其一，第二产业投资的IC O R在 2000—2008年间保持在3.0 左 

右的水平，2009年以来大幅提升，投资效率进一步下降；其二，长期以来，第三产业投资效率比工业 

更差，其 I C O R持续在4.0—6.0 的区间里变化。下文的分析将进一步揭示，二、三产业投资效率的 

这种差异，与服务业部门相对于第二产业部门的低水平劳动生产率恰相对应。这种高投资背后的 

结构性效率扭曲，是在服务业部门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发生的，如果得不到扭转，全社会投资低效 

率的问题将进一步强化。

区域资本效率普遍不高。1979—201 1年东中西部地区资本形成I C O R的结果为，上世纪9 0年 

代中期以后，三个地区I C O R均呈现出了与图3 全社会资本形成I C O R相类似的上升过程。其中， 

西部地区显著较大的ICOR，与大开发战略下基础设施投资的较快增长有关。近 10年来，中部地区 

与东部地区表现出了基本相同的ICOR，说明较发达地区投资效率并不比工业化城市化滞后地区好 

多少，因为东部地区的高ICOR，并不是在创新投资成为普遍经济现象的状况下发生的。

2.分配效率与要素弹性参数特征

中国现阶段增长核算方程参数与发达经济体的差异，在于分配向资本倾斜导致的产出/劳动弹 

性参数相对较小，产出/资本弹性相对较大。表 2 提供了中国高增长阶段Ⅰ劳动份额的统计说明， 

总体而言，中国产出/劳动弹性( 1 - a )长期以来维持在0.4—0 . 5的水平，相应资本弹性为0.6左 

右。我们想表达的一个认识是，随着中国高增长阶段Ⅰ的结束，在向下一个增长阶段演进中，如果 

劳动份额不能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自动提升，那么，强制性的收入分配倾斜政策，在将国民福利 

提升的同时，也相应改变长期增长函数的参数。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则增长速度就会因为资本弹 

性参数的降低，经济经由减速通道进入稳速增长阶段Ⅱ。



表 2 其他学者计算的劳动份额 单位：％

■

注：(a)根据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2006)提供的资本份额推算；(b1)、(b2)来自张车伟(2010)。

3 .结构效率低下与服务业部门的被动扩张

与投资驱动增长阶段Ⅰ和低劳动收入份额相关的，是中国结构效率的扭曲。我们基于第三产 

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来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

表 3 提供了高增长阶段Ⅰ产业劳动生产率偏离均衡路径的景象。按照二元经济理论，资本积 

累推动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部门是一个平滑过程，即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按照边 

际收益原则吸收。但是，中国的现实却是，在劳动力资源被资本吸收过程中，工业与服务业部门规 

模越来越大，但两者的效率也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劳动力没按边际收益原则吸收。这个缺口的产 

生，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吸收了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而把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驱赶到非正规就业广 

泛存在的服务业部门，导致该部门的被动扩张和效率长期低下。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过度服务化 

及由此导致的低生产率和低增长陷阱问题，Cimoli et al.( 2 0 0 6 )、Rada(2 0 0 7)等文献进行了较为详 

细的阐释，陆梦龙和谢珣(2012)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综述。

表 3 中国省际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二产劳产率= 1 ) 基期：1 9 8 5年

■

原始数据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这种服务业部门被动扩张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压抑了服务业部门持续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也导 

致工业发展与服务业发展良性互动通道的阻断，因为服务业的扩张不是工业部门的自然延伸，而是 

作为工业化驱出的“劣质劳动力”的贮存渠道而勉强存在。

( 二 )向均衡增长过渡：稳速增长阶段Ⅱ的核心趋势和三个特性

资本驱动的高增长阶段Ⅰ，已经不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持续提高，迫使中国经济进入以效率提升 

促进结构进一步升级的经济增长阶段Ⅱ。

我们把这个正在发生的经济时期称为“稳速增长阶段Ⅱ”(张平等，2011)，是因为以效率提高 

为主要标志的该阶段具有较阶段Ⅰ显著不同的三个特质和内涵：投资减速迫使经济进入减速通道； 

人口结构转型和劳动力供给拐点的发生抑制甚至持续拉低经济长期增长；资源向均衡路径配置的 

要求迫使“干预型经济”向市场效率转换。基于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增长平稳减速通道的逐步 

构筑成为阶段Ⅱ的核心趋势。

鉴于中国区域经济显著的增长差异，我们有必要立足于空间结构对相关问题进行观察。其中， 

人口转型及劳动力区域流动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适合从全社会总量角度进行观察，因此，为突 

出分析重点，我们着力于区域和产业结构角度的投资减速问题分析。

1.投资减速通道与“区域依趋势增长”

我们把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结合起来，观察增长阶段Ⅱ的投资减速通道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对“区域依趋势增长”这个概念进行说明。经济高增长阶段I 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区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为投资、劳动力由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这个集聚过程分化出 

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发展阶段雁字排序：率先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较高阶段的东部地区；在工业化路 

径上追赶东部的中部地区；以及大规模工业化活力正被激发的西部地区。从东部往中西部看下去， 

那么，现阶段东部地区呈现出来的景象，就可以作为中西部地区未来1 0 年或 2 0 年的镜像，未来全 

社会增长趋势的判断，大致是处于递进过程中的各个地区的加权。判断区域增长阶段及可能发生 

的趋势减速,有两个结构性标志：

标 志 1：服务业份额达到5 0 % 的临界转换区域

(1 )中国结构性减速的真实景象：对于北京、上海经济最发达省市的观察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东部城市北京和上海，在向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演进过程中，经济减速正 

在发生。北京和上海在上个世纪9 0 年代中期以后，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超过5 0 % ，几乎同时进入 

现代化阶段。不同的是，其后北京服务业份额增加更快，2 0 1 1年达到7 6 %，上海为58% 。图4 展示 

了两个城市全社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的长期趋势，9 0 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结构服务化趋势的增 

强，资本形成增长速度较工业化时期明显放缓且持续下降。

结构性减速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 潜 在 G D P  

增长速度的明显降低。表 4 对这种趋势提供了一 

个估算，目的是揭示经济结构高度服务化情境中， 

北京、上海高增长速度表象下面的深层原因。限于 

行业投资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就近 1 0 年的情景 

进行观察。单纯从统计年鉴数据看，北 京 市 2003 

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70% 这样高的水平 

上，仍然维持着10% 以上的 G D P 增长速度仿佛是 

个奇迹，因为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 

从未出现过如此惊人的增长，尤其是服务业份额占 

比极高的城市化阶段。北京的这种增长现象，源于

■

图 4 1979—2011年北京、上海资本

形成增长速度(H P 滤波)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本形成实际值以1978 

年为基期的区域G D P 减缩指数缩减，201 1年为固定资本投 

资数据。



上个世纪9 0 年代末期以来日渐高涨的房地产投资的拉动，只有把这层不可持续的增长“面纱”揭 

开，我们才能触及到真实的增长景象。正如表4 所显示的那样，如果除去北京市房地产投资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其潜在增长的真实水平可能只有7 % — 8 % 左右，基本符合城市化发展时期中国的现 

实。上海的情况基本类似，所不同的是，相比于北京来说，由房地产投资拉动高增长的短期行为稍 

弱一些。

表 4 北京、上海真实G D P 增长的估计

■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房地产投资实际值以19 7 8年为基期的区域G D P 减缩指 

数缩减；房地产投资对G D P 增民贡献= 房地产投资份额×房地产投资增速×产出的资本弹性参数(根据资本要素收入占 G D P 的 

份额近似估算，北京上海都取0.6 )。

标志2：城市化率达到5 6 % 的临界转换区域

(2)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相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而言，其他省市的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但

①请参见第四部分的计量分析。



是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对服务业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力，这种关联有利于我们 

观察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和增长趋势。从趋势看，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城市化率5 0 %  )到城市化 

成熟(城市化率 7 0 % 以上)的过渡阶段。基于本课题组城市化逻辑曲线的前期研究(张平等， 

2 0 1 1 )，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大约在2 0 1 6年前后结束，城市化率跃过5 0 % 的关键点，而后城市化 

速度逐步放缓，2 0 3 0年达到约7 0 % 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服务业发展将由增长阶段Ⅰ的工 

业化推动，转变为增长阶段Ⅱ的城市化集聚效应推动。

对于不同城市化阶段上的服务业结构变化，我们认为综合前文关于增长阶段Ⅰ的效率问题分 

析以及适当的统计计量推断，或许能澄清一些问题。第一，城市化率：1 9 9 6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 

3 0 % ，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阶段，1996— 2 0 1 1年 ，城 市 化 率 以 年 均 1 . 4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 

2011— 2 0 1 5年预期将维持这样的速度；根据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2016— 2 0 2 5年 ，城市化率的增长 

速度年均约为1 个百分点。第二，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依据城市化 

逻辑曲线和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回归方程，对 2 0 1 1年之后的基本看法是，城市化率每提 

升 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约提高0 . 7个百分点左右。第三，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 

重 ：从中国城市化率与服务业的长期统计关系看，1978— 2 0 1 1年间，城市化率增长1 个百分点，带 

动服务业增加值上升约0 . 5个百分点。对于第二、第三个统计结论，我们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必 

要。

第二个统计结论是依据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回归方程(城市化率提高1% 推动第三 

产业比重上升0.76% ) ，预测值也采用了0 . 7 6这个系数项。结合第三个统计结论，我们会发现，第 

三产业的劳动份额比就业份额增加快，这正是前文关于增长阶段Ⅰ结构效率低下问题的简洁表达 

形式。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增长阶段Ⅰ发生了显著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相对效率差异问 

题 ，那么，论及未来服务业发展时，我们不得不对一些看法进行修正。因为第三产业效率低下以及 

“劳动力驱赶效应”的存在，在长期中是危险的，如果盲目推进城市化，那么，结果不仅是造就一个 

效率越来越低的服务业部门，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所谓城市化过度及类似于拉美经济结构服务化的 

增长缓慢和停滞问题。

因此，对于快速城市化到城市化成熟的增长阶段Ⅱ，注重服务业效率的提高是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扭转中国现阶段服务业的低效率，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增加要求有一个至少不低于服务业就业 

份额的增长速度。这种效率改善的逻辑，意味着长期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提高速度，至少要跟 

上城市化速度。

(3)东中西部地区省市进入减速通道的次序

根据前面的分析，2011— 2 0 1 5年若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 . 4个百分点且中短期内服务业效率不 

能得到逐步改善的情况下(城市化率增长1% 拉动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增加0 . 5 % ) ，到 2 0 1 5年，服务 

业增加值份额提升约3 个百分点，依据 2 0 1 1年各省市服务业份额计，天津、浙江、广东和海南4 个 

省市服务业份额有望达到5 0 % 水平。因此，投资减速效应，将在随后的时期里逐渐变得显著(表 5 

提供了服务业份额的变动趋势的比较起始点)。2016— 2 0 2 5年若延续2011— 2 0 1 5年的服务业发 

展势头，从增长和服务业效率提高两方面考虑，城市化率提高1 个百分点应该至少拉动服务业增加 

值份额上升1 个百分点。从 2 0 1 1年服务业的份额看，这种情景可以推动全国2 / 3省市的服务业份 

额达到5 0 % 及以上水平(服务业份额偏低的省份，如河北、广西、山西、内蒙、安徽、江西、河南、四

① 1978—201 1年全国第三产业比重与城市化率的回归关系：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15.63 + 0.56× 城市化率+0.84×
( 2. 38) ( 3. 36) ( 6 .9 1)

A R (1)+0.44× M A (1)。 adjR^2=0.97,DW=2.03。
( 2. 55)



川 、青海、新疆，其比重也可以提高到接近5 0 % 的水平)，投资减速通道因此形成。

表 5 2 0 1 1 年各省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 单位：％

■

原始数据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2 .人口转型过程中的要素弹性参数变化

可以粗略地认为，要素弹性参数逆转，是伴随经济增长由工业化向城市化阶段迈进过程中的现 

象。高速增长阶段Ⅰ中发生的高资本积累，源于相应的建设资金动员能力。就中国经济增长经验 

看 ，强大资金动员能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要素分配向资本的倾斜。在下一个阶段，中国经济将要 

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增长福利函数的改变，即新时期国家分配政策的实施和对于民生改善的强 

调，对于要素分配格局产生影响，本质上带来产出/资本弹性参数(a )和产出/劳动弹性参数( 1 - a ) 

的逆转。亦即，要素分配比例变化牵引要素弹性沿长期增长曲线滑动，从而产生资本弹性a≈0.6 

向预期资本弹性a <0 . 6 的转换。

依据二元经济理论，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将倒逼劳动力市场定价机制的调整和工资的上升，进而 

导致要素分配格局向劳动力的倾斜。对于一个人口红利即将耗竭的转型经济而言，人口结构的变 

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劳动力供给的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将在长期中抑制经 

济增长，就 日本的经验看，这种冲击甚至是巨大的。后面的情景分析将提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劳 

动、资本弹性的趋势估计，要素弹性参数逆转问题也因此得到进一步说明。

3. “干预型经济”向市场效率转换过程中的TFP

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趋势的看法，如 Wa n g  &  Y a o (2001)认为，1979— 19 9 8 年间中国T F P增长 

为 2 . 4 %；Chow &  Li(2002)对中国 1978— 1998 年T F P 增长率的估计结果是 2 . 6 %；Yo u n g (2003) 

认为，中国1979— 19 9 8年间的T F P 增 长 为 1. 4 %；张军、施少华(2003)认为，中国1979— 19 9 8年间 

的 T F P增长为2. 8 %；王中宇(20 0 6 )的测算认为，1978— 2 0 0 5年间，中国T F P增长率大多数年份在 

1. 8 %— 2 % 左右波动。伍晓鹰(W u ，2011 )根据不同的算法得出中国1979— 2 0 0 8年间 T F P增长率 

约为2.7 % — 4 . 3 % ，但 2001— 2 0 0 8年 间 T F P增 长 率 相 对 1991— 2 0 0 0年间有较大幅度下降。总体 

看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在2 0 %— 3 0 % 左右。

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的低下，是增长阶段Ⅰ要素驱动的典型特征，暗含了要素收 

益递减及增长的不可持续，同时也为增长阶段Ⅱ的以效率提高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出了要求。因 

此，从供给角度看，增长阶段Ⅰ的高投资驱动，在增长阶段Ⅱ将被技术进步所逐步替代，投资减速过 

程中的效率提高成为增长阶段Ⅱ的重心。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根据麦迪逊 (19 9 6 )的测算， 

1913— 19 5 0年日本技术进步对G D P 增长的贡献份额不到2 0 % ，而 1950— 19 7 3 年工业化、城市化 

加速时期的贡献份额超过了 50% 。

四、中国潜在增长率测算及情景分析

基于前文阐述，这一部分中，我们对中国未来潜在增长路径提供一个启发性数值模拟。过程分 

为三步：第一步，提供投资变动与城市化之间的统计关系，将结构变动分析转换为城市化问题分析； 

第二步，给出要素弹性参数的数值估计；第三步，在投资趋势和要素弹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长期增



长水平估计。

(一 )1994—2 0 1 0年中国3 1 个省市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关系的统计分析 

我们设定：资本形成率caprate：为资本形成额占 G D P 的 比重；城市化率 u：为城镇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工业比重inshare：为工业产值占G D P的 比重；投 资 增 长 率 capgrowth：为资本形成增长率； 

则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关系的计量方程如表6 ：

表 6 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关系估计的计量模型

■

基于模型ⅰ和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库，1994— 2 0 1 0年中国3 1 个省市投资率与城市

化率回归结果如下：

caprate_it = - 1 . 07 + 0.52· u - 0.0046· usq + 0.87· inshare，adjR 2̂ = 0 . 66
( - 0 . 2 7 ) ( 3. 4 8 ) ( - 2 . 7 9 ) ( 9 . 5 7 )

城市化率的一次项系数为0.5 2，二次项系数为- 0.0 0 4 6，刻画出投资率随城市化程度提高而 

发生的“倒 U ”型趋势。取定各省市第二产业比重均值44% ，则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关系的模拟情景 

是 ：当城市化率小于5 6 % 时，投资率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上升；当城市化率大于5 6 % 时，投资率 

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下降。201 1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 1 % ，根据现阶段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状况， 

2 0 1 6年后将突破5 6 % 的水平，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因而也在模型的预期之中。

进一步，我们可以得到投资增长率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利 用 1991— 2 0 1 0年 3 1 个省市的数据 

对模型ⅱ进行估计，结果为：

capgrowth_it = 3. 06 + 0. 23 · caprate_it， adjR 2̂ = 0. 82
( 3. 8 2 ) (1 3 . 5 5 )

联系模型ⅰ和模型ⅱ的估计值，假定随着结构调整和服务业发展，工业增加值份额在2016— 

2 0 3 0年间逐步下降到3 0 % ，则模型ⅲ 估计的资本形成增长率将由现阶段的11% 降低到 9% 。相 

应地，考虑到资本存量增长率一般慢于资本形成增长率(中国 1979— 2 0 1 0年资本形成增长率(H P  

滤波)为资本存量增长率(H P 滤波)的 1.1倍 )，那么，基于模型ⅲ 估计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将由现

阶段的1 0 % 降低到8 %  (图 5 )。

■

图 5 中国投资率变动趋势

(二 )可变要素弹性参数估计 

本部分提供了 1978— 2 0 1 1年中国生产函数 

要素弹性参数的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首先来 

看表 7 的模型，分为两类：

1.生产函数Y =  AK̂ a(lnK)L̂β(lnK)。这个函数设 

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用它来考察存在规模报酬 

效应时弹性参数a(lnK)、β(lnK)的“现实”表 

现，即不施加任何约束下弹性参数的表现。第二

① 模 型 ⅰ采用了陈昌兵(2010)的设定。

② 运 用 Gauss G P E 软件包，检验可知采取截面随机时间固定效应估计模型ⅱ。



个目的有些特别，主要是观察长期资本积累对于 a ( l n K ) 、β(lnK)的影响，这里，要素弹性参数aβ 

被设置成对数化资本存量lnK的函数。

表 7 不同生产函数的计量模型

■

2.生产函数Y=AK^a(t)L^1-a(t)。这是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之下的生产函数，要素弹性a(t)、1-a 

( t ) 是 时 变 参 数 。 这个模型设置，主要是考察“均衡”路径上要素弹性的表现，以便与存在规模报酬 

效应的“现实”弹性参数进行对比。同时，我们也把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弹性参数的时变趋势，作 

为未来增长过程中弹性参数变化的一个镜像。

表 8 是模型估计结果：(1)第一栏是弹性参数a(lnK)、β(lnK)的估计值，不施加参数约束的条 

件下，3 0 多年来中国资本弹性a(lnK)呈现基本平稳的态势，约在 0 . 8左右；劳动弹性β(lnK)从上 

个世纪9 0 年代末期以来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最 近 10年的平均值约为0.3。(2 )第二栏是弹性参 

数 a(t )、 1-a(t)的估计值，在施加报酬不变约束的条件下，弹性逆转现象得以显现。资本弹性a 

( t ) 由 8 0 年代中期以前的0 . 7下降至目前的0. 5，劳动弹性1-a(t )则由早期的0 . 3上升至现阶段 

的 0 . 5。

表 8 要素弹性参数估计

■

(三)潜在增长情景模拟

未来资本存量增长趋势来自图5 ，弹性参数变动趋势来自表8 的对比分析，在设定技术进步和 

节能减排冲击效应的条件下，中国潜在增长水平的情景分析如表9 ：

表 9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情景分析

■

注：表中劳动力变动趋势序列，来自课题组数据库；节能减排冲击效应，2011—2020 年数据采用张平等(2011)的数据，2021—  

2030年假定为- 0.5。



2 0 1 1年中国人均G D P 是 5 4 3 2美元，根据表9 的 G D P 增长速度预期值以及人口增长速度预期 

值，我们可以估算出人均G D P 水平(以2 0 1 1年的人均G D P 和汇率为基准，人均G D P 增长速度取 

均值)：2 0 1 5年为7 3 4 9美元；2 0 2 0年为9 2 2 6美元；2 0 3 0年为1525 9美元。也就是说，在经济减速的 

情境下，20 2 0年中国人均G D P 可望达到10 0 0 0美元左右的水平，2 0 3 0年达到150 0 0美元左右的水 

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从人均G D P 的水平来看，表 9 中2 0 1 6年之后的 

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低，这也是我们称之为“稳速增长”的原因。

在投资减速和节能减排的抑制下，为了保持未来增长的稳速，技术进步为长期结构调整政策所 

关注。当然，表 9 的数据是从供给角度做出的平滑预期，不可否认，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日益融 

入，短期外部冲击有可能间断性地打破这种平滑趋势，所以，短期调控政策也是经济稳定所必须。

五 、结 论

从供给面看，有三种主要力量主导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路径：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转型、要素弹 

性参数的逆转、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形成。中国分配调整力度的加大以及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将结束 

持续三十年的高投资驱动模式。正是立足于这些长期增长因素变化的分析，本文对增长阶段Ⅱ的 

趋势和特征进行了归纳，结构服务化和减速预期下经济均衡持续发展的要求，迫使中国未来经济发 

展要转到效率提高方向上来。因此，以效率提高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自然成为增长阶段Ⅱ的重心。 

这就要求劳动、资本密集型工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的转变，民生改善引致增长福利目标函数 

的确立。因此，创新要素及经济活力的培育成为重中之重。

1.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强化市场配置的主导作用。各产业部门技术增长率的差异，导致各种产 

品生产成本变化幅度的差异，并经由相对价格导致部门间的非均衡增长。因此，价格是市场运行的 

指针，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能有效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使整个经济和谐运转。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就是从价格体制改革开始。但目前有部分重要价格却没有市场化，如资源、基础设施、准公共品 

(如教育、医疗)、利率等重要价格还有待改革，相对价格体系不合理，企业真实效率的高低无法显 

示。所以，走效率改进引导结构调整之路的必要条件是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形成合理的相对价 

格体系。

2.以效率持续提高推动结构调整。我国制造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也有明显竞争优势，结构调 

整和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不是放弃制造业，而是使制造业升级。同时，应推动服务业与工业的结 

合，提高服务业的贸易水平，通过效率的持续改进来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扩大服务的规模，特 

别是要打破垄断、降低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门坎，并使其与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相结合。

3.以收入分配政策和节能减排措施，促进人力资本培育和创新。增长的根本目的是国民福利 

的提高，尤其是工资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以便使人的价值在增长中体现出来，这需要收入分配政 

策的科学制定和落实。同时，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严格制定实施节能减排标准，以此激励 

新工艺、新技术的探索开发，挖掘和培育增长的创新潜力。

4.政策上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我国目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如东部许多城市经济水 

平已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有些中西部地经济水平还很低，他们的经济结构不可能相同，结构 

调整目标与重点也不一样。从政策角度看，对处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地区，应该放弃过去干预产 

业发展的做法，刺激或创造更多高级生产要素、改善需求质量、鼓励新商业出现和维持市场竞争等 

工作；处于中低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地区，可以引导资本流入需要发展的产业，鼓励新企业加入市场、

① 假 定 2030年人口增长达到峰值，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那么各个时间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11— 20 1 5年约 0.4% ， 

2016—2020 年约 0.3 %，2021—2030 年约 0. 1% 。



发展有效率的基础设施、激励企业获取外部技术和鼓励出口等。国家在稅收、价格、市场准入等方 

面形成有效的外部环境，使不同地区和企业发展朝着效率提升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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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ition of the Price Effect of China's Output Gap

— — Based on the Change of Labor Supply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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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oretically that when unlimited labor supply condition turns to limited labor supply, 

the price effect of output gap will present two transitions: firstly, it will affect capital price and wage simultaneously instead 

of only affecting capital price as before; secondly, its effect on product price will be enhanced.Based on quarterly 

macroeconomic data,we use four filtering methods including H P , B K , C F  and Kalman filtering to estimate China's Output 

gap and adopt Gordon(1 996)model to test its price effect.We find that its effect on PPI is actually becoming more powerful 

than before since 2 0 0 5 . At the same time its effect on wage index begins to be significant since then.These conclusions 

indicate that China's potential output begins to be restricted by both capital and labor capacity instead of only being 

restricted by capital capacity as before, which makes China's inflation regulation more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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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ong-Term Growth Path, Efficiency, 

and Potential Grow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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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probes into the switch of growth stages China is going to experience, with main conclusions as follows: 

( 1)growth stage Ⅰ,driven by high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is gradually losing its power of efficiency-enhancing 

through intervening, and the stag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to improve efficiency is now coming to an e n d , and meanwhile, 

growth stage Ⅱ is being initia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of which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is structural improvement through efficiency-enhancing; (2)three main factors brings about the switch from growth stage Ⅰ 

to stage Ⅱ , viz., the arrival of turning points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labor supply, the sharp changes in output 

elasticitie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long the long-run growth path, and the emerge of the dominance of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3)rich eastern cities and provinc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has entered the slowdown growth path, 

and it is rather certain that in 2016 China's economy will slow down during the speeding urbaniz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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